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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教育测量：从数学模型到法学模型①　

谢小庆

［摘　要］　美国教育协会和美国国家教育测量学会共同组织编写的《教育测

量》在业内被称为是“测量领域的《圣经》”。２００６年出版的《教育测量（第４版）》将

图尔敏的论证模型作为效度研究的基本范式。这不仅是效度研究范式的转变，更

标志着教育测量研究从数学模型向法学模型的转变。本文讨论了这种教育测量研

究范式的转变。

［关键词］　测验；考试；教育测量；图尔敏

效度研究是教育和心理测量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美国教育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和美国国家教育测量学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共同组织编写的《教育测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在业内被称为“教育测

量领域的《圣经》”。在２００６年出版的《教育测量（第４版）》中，将图尔敏的论证模型作为效

度研究的基本范式①。在新的效度研究范式中，“理据（ｗａｒｒａｎｔ）”成为核心概念，效度研究被

视为一种通过构造理据系统、理据链条和理据网络而对效度进行的“论证（ａｒｇｕｍｅｎｔ）”，效度

研究被视为一种对测验分数做出普乐好（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解释的过程②。

作为一门学科，教育测量学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在教育测量学的发展历史中基

本的研究模型是数学模型，是借助数学工具改进教育评价的质量，从而提高教育评价的有效

性、可靠性和公平性。百年间，教育测量研究的数学模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研究成果被广

泛地应用于考试实践，既促进了教育的公平，也提高了教育的效率。每当数学家和计算技术

专家发明了一种新的数学工具或计算技术，教育测量学家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就拿来应用。

有时候，教育测量学家甚至会自己发明一些新的数学工具用于自己的研究。例如，今天被广

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因素分析（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方法，就是由斯皮尔曼

１

①

①

②

　　作者简介：谢小庆，男，博士，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名誉所长。

Ｂｒｅｎｎａｎ　Ｒ　Ｌ，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４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ｅｇｅｒ，２００６：１７－６４．

谢小庆．测验效度概念的新进展［Ｊ］．考试研究，２０１３（３）：５６－６４．
谢小庆．效度：从分数的合理解释到可接受解释［Ｊ］．中国考试，２０１３（７）：３－８．



·２０１３－３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瑟斯顿（Ｔｈｕｒｓｔｏｎｅ）、卡特尔（Ｃａｔｔｅｌｌ）等人在教育测量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一

种数学工具。

Ｍｉｓｌｖｅｙ是今天国际教育测量领域中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曾说：“如果我们将支配

着今天教育测量活动的测验理论概括成将２０世纪的统计学应用于１９世纪的心理学，那么，

这不能算是一种夸张”①。Ｍｉｓｌｖｅｙ已经看到，在描述人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时，仅仅靠数学模

型是不够的。实际上，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最先进的数学模型的处理能力。教

育测量，不仅需要先进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技术，还需要先进的心理学模型。

一、数学模型的局限性

在数学模型被应用于教育评价之前，教育评价主要依靠基于个人经验之上的定性方法。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根据经验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做出正确的决策。但是，由于不同

的研究者各自的经验、观点、倾向、偏好不同，有时候对同一问题会得到非常不同的结论。例

如，客观性选择题能否考察出学生的写作能力？英语４，６级考试成绩应否作为学位授予的

必要条件？物理系招生是否需要有语文最低分数要求？古代汉语研究生招生是否需要外语

最低分数要求？……对于许多问题，不同教师的看法相去甚远，甚至截然不同。孰是孰非？

仅凭各自的经验只会争论不休。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双方都可以举出大量的个案，然而个

案是不足为据的。这些时候，就需要借助定量方法，需要借助统计方法。这时，定量分析可

以帮助我们从各执一词的争论中摆脱出来。因此，在几乎整个２０世纪，数学模型成为教育

测量研究的基本研究范式。

在教育心理测量的研究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数学模型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突出

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概率的逻辑基础

今天应用于教育测量的数学方法大部分基于概率理论之上。然而，概率理论能否应用

于教育测量研究，尚是一个颇值怀疑和非常棘手的问题。何谓概率？通俗讲即“重复试验中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对于概率概念，“重复试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例如，只有多次

重复抛掷硬币，才可能得到正面朝上的概率。倘若是不可重复的试验，倘若每次抛掷时硬币

的重量、质地、成分、形状等会发生变化，就无所谓概率。教育研究的对象是人，每个人不仅

具有不同的遗传特点，而且经历、需要、欲望、情感、能力水平等各异。对不同的人进行的观

察能否被视作重复试验呢？能否被视作与将一枚硬币多次抛掷相似的重复试验呢？这个问

题的答案至少不是不言而喻的。

退一步，即使我们将对不同的人的观察视为重复试验，这种基于概率基础之上的统计规

２

① Ｍｉｓｌｖｅｙ，Ｒ．Ｊ．，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ｎｅｗ　ｔｅ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ｓｔｓ［Ｍ］．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ｒｌｂａｕ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ｓ，１９９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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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性能否成为关于有个性的人的教育决策的依据呢？这仍然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即使

根据我们的研究知道具有某一组神经生理心理特点的人中９０％难以完成某一水准的学业，

我们能否根据这一研究结果而预言一个具有这些神经生理心理特点的人不能完成学业呢？

这里，人的能动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不用说预言一个具有能动性、选择性的人，即使

是从大量抛硬币中得到的统计规律，对于预测下一次抛掷硬币的结果也是毫无意义的。

归根结底，概率方法是基于归纳逻辑之上的。然而，正如恩格斯早在１００多年前所指出

的：“按照归纳派的意见，归纳法是不会错误的方法，但事实上它是很不中用的，甚至它的似

乎最可靠的结果，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推翻①”。将归纳法用于研究死的、被动的物理现象尚

存在着“不中用”的一面，对于研究能动的、有选择性的人的心理现象，则具有更大的局限性。

２．显著性检验

今天教育测量研究中经常运用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是显著性检验，包括正态检验、ｔ检

验、卡方检验、Ｆ检验等。通常，只有基于一定的定性分析之上，在一定的问题情境之中，显

著性检验才有意义。

当我们用组间比较的方法②对一项测验的效度进行论证的时候，我们可能犯两种错误，

一种是“接受无效测验”，一种是“拒绝有效测验”。在统计学中将这两种错误分别称为“第一

类错误（或α错误）”和“第二类错误（或β错误）”。犯某一类错误的可能性的减少必然以犯

另一类错误的可能性的提高为代价。差异显著性标准愈严格，就愈不容易犯“接受无效测

验”错误，同时，就愈容易犯“拒绝有效测验”的错误。显著性检验标准的设定（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０５，０．１或０．２），需要根据测验的实际应用情况来确定。对于用于飞行员选拔的测

验，我们可能会设定较严格的标准；对于用于高中招生的测验，我们可能会设定较宽松的标

准。设定怎样的标准，需要基于先于显著性检验的定性分析之上。

３．相关分析

今天教育测量研究中最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是相关分析，包括回归分析、因素分析等。

这些定量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然而，相关并不等于因果。学校早上

八点上课，商店早上九点开门，两者相关很高，但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人类的许多误解都是

源于错误地对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作出了因果的解释。“重物下落较快”这一错误看法就是

由于人们对“质量大”和“下落快”之间的相关关系错误地作出了因果解释。“心脏是思维的

器官”这一错误看法就是由于人们对心跳与思维之间的相关关系错误地作出了因果的解释。

教育测量总是力图揭示考生的心理属性与教育成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为教育决策

提供依据。相关是因果关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能否对相关关系作出因果的解

释？仅仅靠定量分析是不够的。

３

①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２０６．
谢小庆．心理测量学讲义［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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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尔敏的工作逻辑学和论证模型

斯特芬·图尔敏（Ｓｔｅｐｈｅｎ　Ｔｏｕｌｍｉｎ，１９２２～２００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有广泛影响的科学

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他出生于英国，１９４８年在剑桥大学因逻辑学研究获得博士学位。他在

剑桥大学所受到的数学、逻辑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良好训练为他日后的科学哲学研究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在剑桥学习期间，他直接得到当时在剑桥任教的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和维

特根施坦（Ｌｕｄｗｉｇ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的指导。他既受到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施坦的分析哲学的影

响，看重理性和严格的形式逻辑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也受到晚期维特根施坦的影响，认识

到理性和形式逻辑的局限性。他１９５８年出版了《论证的使用》（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从

“概率”概念入手，揭示了理性和形式逻辑在面对复杂的科学、社会问题时存在的局限性。他

发现，仅仅借助于数学模型和形式逻辑，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形成有效的论证。对于一个理

论、一个观点、一个命题的论证，不是一个可能立即得到答案的实验室研究，不是一场可以决

出胜负的球赛。一个新理论、新观点被接受，一个旧理论、旧观点被放弃，往往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往往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论证过程。就像科学理论不可能被“证实”一样。持有某种观

点的人完全将自己的论辩对手说服的情况很少，持有某种观点的人将所有的论辩对手说服

的情况很少。

图尔敏对以形式逻辑为主体的传统逻辑学进行了反思，对始于亚里士多德的以“三段

论”为代表的逻辑学体系进行了反思，对罗素和怀特海（Ａｌｆｒｅｄ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所进行的逻辑学

数学化的努力进行了反思。他认为，逻辑学的出发点不应是符合逻辑的理论，而应是符合逻

辑的实践；逻辑学不应局限于研究理想的逻辑，更应该研究工作的逻辑（ｗｏｒｋ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更

应该研究日常生活实践中的逻辑。他指出，那种数学化的、跨时间的、跨学科领域的逻辑远

远不能满足实际生活中论证和决策的需要。他认为，逻辑学中不仅需要包含形式逻辑，还需

要包含非形式逻辑；不仅需要包含数学模型或几何学模型，还需要包含法学模型。

在正视理性和形式逻辑局限性的基础上，为了进行更有效的论证，图尔敏提出了一个同

时基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基础之上的论证模型。在这个论证模型中，包含资料（ｄａｔｕｍ，

Ｄ）、必要条件（ｂａｃｋｉｎｇ，Ｂ）、理据（ｗａｒｒａｎｔ，Ｗ）、限定（ｑｕａｌｉｆｅｒ，Ｑ）、反驳（ｒｅｂｕｔｔａｌ，Ｒ）和结

论（ｃｌａｉｍ，Ｃ）等６个基本要素。论证的基本过程是：资料（Ｄ）和必要条件（Ｂ）共同构成了理

据（Ｗ），在接受了反驳（Ｒ）之后，经过限定（Ｑ），使结论（Ｃ）有条件地得以成立①。

２００６年出版的权威文献《教育测量（第４版）》将图尔敏的论证模型作为效度研究的基本

模式。

４

① 谢小庆．测验效度概念的新进展［Ｊ］．考试研究，２０１３（３）：５６－６４．
谢小庆．效度：从分数的合理解释到可接受解释［Ｊ］．中国考试，２０１３（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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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学模型与法学模型的区别

将图尔敏的论证模型作为效度研究的基本模式，标志着教育测量范式从数学模型向法

学模型的转变。

２００９年圣诞夜，美国德克萨斯州３０岁的吉尔伯特（Ｅｚｅｋｉｅｌ　Ｇｉｌｂｅｒｔ）因２３岁的应招女弗

拉戈（Ｉｖｅ　Ｆｒａｇｏ）收取了１５０美元后拒绝提供性服务，将她枪杀。２０１３年６月６日，法院终审

宣判吉尔伯特无罪。在这起案件中，指控被告有罪的检察官是有理由的：被告不应为１５０元

就夺取一个人的生命；为被告辩护的律师也是有道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被告的行为是为

了保卫自己的私有财产。最终，陪审团基于“保护私有财产”的考虑支持了律师。在这里，既

没有正确的（ｒｉｇｈｔ）判决，也没有合理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判决，仅仅有普乐好（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的判决。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６日，２８岁的协警齐默尔曼（Ｇｅｏｒｇｅ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巡逻时射杀１７岁黑人

少年马丁（Ｔｒａｙｖｏｎ　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３日，法院终审宣判齐默尔曼无罪。在这起案件

中，指控被告有罪的检察官是有理由的：马丁并没有携带武器，被告使用武力过当，剥夺了一

个并无大错的年轻人的生命；为被告辩护的律师也是有道理：警察是高危行业，需要得到社

会的高度保护。最终，陪审团基于“保护警察安全”的考虑支持了律师。在这里，既没有正确

的（ｒｉｇｈｔ）判决，也没有合理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判决，仅仅有普乐好（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的判决。

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一些“法学模型”的特点：首先，需要以事实为依据，判决不能基

于虚假或虚构的事实之上；其次，必须符合形式逻辑，判决不能与形式逻辑相冲突，必须是合

理的；第三，在符合前两项的基础之上，基于不用的价值取向，可能存在多种可能的选项，这

些选项，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和价值倾向之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属于普乐好的

一项。

法学模型将教育测量研究视为围绕考试的效度、信度、公平性、及格标准设定等问题进

行的辩论，类似于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辩论。一项考试的支持者努力为考试进行辩护，努力拓

展考试的应用领域。相反，该考试的反对者则提出种种质疑，谨慎地界定考试的应用范围，

避免考试分数的误用。

数学模型与法学模型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１．时间依赖性

数学模型独立于时间，不存在时间维度。１＋１＝２，２３＝８，世世代代永远如此。法学模

型则不同，有时会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在美国，不久以前，买卖黑奴是合法的，今天已经

属于非法。不久以前，黑人乘坐白人专用的公共汽车是违法的，今天已经成为合法的。１９８４
年６月３０日邓小平接见日本客人时说：“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

８００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①”。２０１２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

５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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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６　０００美元，总量已经超过８万亿美元。“小康社会”是否已经实现？对此，需要进一步的

论证。１９９５年，根据教育部６６８号文件，外国留学生达到汉语水平考试（ＨＳＫ）３级才可以进

入理工科学习专业，ＨＳＫ达到６级才可以进入文史哲和中医学科学习专业。由于来华留学

生人数的快速增长，今天，北京大学等一流中国大学实际采用的留学生入系学习专业的汉语

标准，已经远远高于１９９５年的教育部标准。

２．领域依赖性

数学模型具有跨各个研究领域的一致性。１＋１＝２，２３＝８，对于各个研究领域是一致

的，对于物理学是这样，对于生物学也是这样。法学模型则不同，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可能

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对于盗窃罪的认定上，盗窃一般民用物资与盗窃军用危险品是不同

的。在塑料拖鞋生产车间，合格率标准可以是９５％；在载人航天器关键元件的生产车间，合

格率则要达到９９．９９％以上。在作文评分时，误差控制范围可以是总分的１０％；在采用光电

读卡器对选择题试卷进行扫描时，误差控制范围可以是１０－５；在作弊甄别时，误差范围则要

求控制在１０－１７以下。

３．情境依赖性

数学模型具有跨各种情境的一致性，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数学模型计算得到的结果是

一致的。法学模型则不同，即使在同一研究领域中，对于不同的情境，也可能作出不同的选

择。在强奸罪的认定上，成年受害人与未成年受害人是不同的。医师、护士、律师、会计师等

职业资格考试的合格标准，关系到患者、当事人和顾客的利益。如果报考者达不到必要的能

力和知识要求，患者、当事人和顾客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安全就得不到保障。按照数学模

型，“合格标准”应该是全国统一的。但是，今天在东部沿海，许多人手握资格证书却找不到

工作岗位；在西片偏远地区，严重缺乏这些方面的专业人才。在职业资格的合格标准设定

上，往往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合格标准进行调整。

４．答案的唯一性

借助数学模型，一般可以得到唯一正确的答案。法学模型则不同，依据事实并符合逻辑

的答案，往往不是唯一的。无论是对枪杀应召女的吉尔伯特的无罪判决，还是对枪杀１７岁

黑人青年的齐默尔曼的无罪判决，都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都仅仅是多种合理选项之一。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８日，作为某项职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成员，笔者与专家委员会委员们

共同确定了该项考试２０１３年的及格分数线。考试主持单位从４个方面对及格线设定进行

了研究。第一是安哥夫方法，第二是借助作为“外锚”的共同题实现的试卷分数等值，第三是

以几十所业内骨干学校的近１０万名考生作为样本的等百分位等值，第四是２０１３年该项专

业人员的需求分析。４个方面的研究结果互相验证，结果高度一致。综合４个方面的研究结

果，专家委员会最终面临两个候选方案，两个方案仅仅相差１分。虽然仅仅相差１分，却关

系到１２　０００余名考生能否取得职业资格。

事实上，相差１分的两个方案都是符合事实的，也都是合理的，“高１分方案”有利于保

护服务对象的利益，“低１分方案”则有利于保护求职者的利益。最后，专家委员会经过无记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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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投票，选择了低分方案。

低分方案胜出的主要原因是“西部因素”。专家委员会对受到影响的１２　０００余名考

生的构成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来自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部省份。这

些省区，严重缺乏此类专业人员，人员缺口巨大。因此，多数专家投票支持了低分方案。

从此例也可以看出，与不受情境因素影响的数学模型相比，法学模型往往需要考虑情境

因素。

四、教育测量范式转变对学习革命的影响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２７两日，在美国国家教育测量学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ＮＣＭＥ）年会期间，ＮＣＭＥ安排资深教育测量专家们进行了长达１６小时

的专业培训，集中介绍教育测量领域的一些最新进展。这次培训课程向亚洲、非洲和南美洲

的一些国家免费直播。与旧金山课堂现场的学员们一道，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所的研究

生们通过网络收看了这些培训课程。借助专用的网络教学软件，北京的学员不仅可以在同

一个屏幕上同步看到讲课教师和ＰＰＴ课件，而且随时可以向讲课教师提问。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迅速发展，正在改变着传统的学习方式。一轮新的学习革命正在

向我们走来。

教育测量研究从数学模型向法学模型的转变，将改变传统的教育评价方式，将对新的学

习革命产生重大的影响。参照法学模型来审视认识的发展，不难发现，对于一个理论、一个

观点、一个命题的论证，就像对于吉尔伯特和齐默尔曼的案件审理一样，并不存在唯一正确

的答案。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百年。今天，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仍然是激

烈争论的话题。“五四”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今天，“五四”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正面和

负面的影响仍然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话题。“罗斯福新政”已经过去了近８０年。今天，对其

得失成败仍然存在巨大争议，仍然是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学家们激烈争论的话题。

今天，中国学校中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学习方法，是深受前苏联影响

的学习方法。学校中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２０世纪以前的“真理—谬误”的简单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把学习过程理解为一个学生学习和掌握“科学真理”的过程，理解为一个老师

向学生传授“科学真理”的过程。事实上，在今天的学校中讲授的许多标有“科学真理”标签

的东西都是非常可疑的。这种学习方式，大大地摧残了学习者的好奇心，大大地打击了学习

者的怀疑精神，大大地压抑了学习者的创造性。

教育评价方式的改变，将改变这种陈旧的学习方式。教育将不再是简单地向学生灌输

特定的结论，而是倡导研究性的学习，而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能力（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在学校中，学习者的好奇心将受到小心翼翼的呵护，学习者的怀疑精神将受

到鼓励。教育者将努力保护和激发学习者的创造力，倡导研究性的学习，倡导审辩式论证。

这样，学习将成为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记忆和拷贝的过程。这样，学习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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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一个快乐和享受的过程，而不再是一个枯燥和痛苦的过程。

五、结　　语

在２００６年出版的《教育测量（第４版）》中，将图尔敏论证的模型作为效度研究的基本范

式。这不仅是效度研究范式的转变，这标志着教育测量研究从数学模型向法学模型的转变。

这种转变，将改变传统的教育评价模式，将对新一轮的学习革命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　ｍａ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ｌｅｇ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Ｘｉｅ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　ｎｅｗ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ｏｕｌｍｉ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４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ｊｏｉｎｔｌ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２００６．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ｍａｒｋ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ａ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ｌｅｇ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ｅｓｔ，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ｏｕｌｍｉｎ

８



檶檶檶檶檶

檶檶檶檶檶

殞

殞殞

殞

口述历史

艰难的探索：上海高考单独命题改革的推出

口述：何顺华

采访：李立峰、王　彬

整理：李立峰

　　口述前记：何顺华，男，上海人，１９３２年２月出生，１９５３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１９８６年前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教育处副处长，后调任上海市教

育考试中心办公室主任，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正处级副主任，副研究员。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年获得上海市机关事业单位“老有所为”精英奖，研究成果集中在上海的教育

招生考试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略论上海高中会考和高考制度的改革》、《完善考

试制度，深化教育改革》等。

采访信息：在系统了解上海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基础上，经过搜集整理资料、

拟定访谈提纲，我们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６日，对上海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副主任何顺

华先生进行了采访，采访地点在本市何顺华先生的寓所。采访结束后，经过多次的

文字整理和查阅档案资料后，再请何顺华先生对此文进行审阅校对，最后形成

定稿。

一、落实办学自主权引发了高考改革

上海高考单独命题的改革，要回溯到对高校招生自主权改革的呼吁。恢复高考之后，对

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上海复旦大学的苏

步青、同济大学的李国豪、华东师大的刘佛年和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等四个大学领导的

文章，呼吁给高校一点自主权。几个校长一致认为，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校长的手脚被束

缚住了，很难办好学校，甚至校长在“每年招生的时候，连招收一个学生的权利都没有”；教育

行政部门在管理高校时不能只用行政手段。这些主张和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

反响。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分管教育）的杨凯，看到了这四位校长的文章，就请市政府教育卫生

办公室（简称教卫办）的相关同志一起研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当时奚心雄同志分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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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在教卫办的教育处。我记得当时杨凯指示教卫办的同志，要用报纸来回答这四个校

领导的问题。经过教卫办的反复讨论，初步的考虑是：高等学校招生的改革要与中学的教育

教学改革联系起来一起考虑。当时大家批评最多的是学生负担重，因为高考是分科考试，要

考７门，科目比较多，致使中学生负担较重。中学普遍反映高三这一年等于是考试年了。所

以我们的设想是建立一个用来检测学生学业水平的会考制度，用会考把关，学生成绩达到一

定的要求以后，高考考试的科目能减少一些。因此，我们就提出上海要单独高考命题、市内

统一进行会考，在会考基础上，减少高考科目。改革的目的是减轻学生负担，提高中学教学

质量。

围绕这一改革设想，上海市教卫办请四大高校的负责人苏步青、刘佛年、李国豪和邓旭

初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改革草案的意见与建议。几位校长也赞成用会考来减轻学生负

担的指导思想，他们认为，会考达到一定的要求以后，学生不仅完成了高中的基本学业，而且

拿到了参加高考的资格。在此基础上，高考的科目可以减少一些，这样一来，就可以给学生

减轻学业和心理压力。校长们还提出，在高校招生时给高校一定的自主权，比如学校招１００

个学生，在投档时可以投１２０个，给高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不仅一本院校可以这样做，而

且二本院校也可以采取１２０％投档的方式。

除了高校领导的座谈会之外，我们还开了一些中学校长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上海

中学的唐盛昌和时任育才中学名誉校长的段力佩。对会考以及会考基础上减少高考科目的

设想，中学普遍表示欢迎，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有效地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解放一部分学生，

使学生不再背负高考的沉重压力。

二、争取高考单独命题的过程

１９８５年，上海拿到了高考的单独命题权，这是上海高考改革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因为有

了单独命题权，上海才开始实行会考基础上的高考科目改革等一系列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

１９８５年秋季，我从教卫办的教育处调到了教育考试中心。其实，我们拿到单独命题权的时

候，实际上已经在谈会考的事情了。会考要先行试点，上海是全国第一家开始会考试点的省

市。随后，浙江也开始进行会考的试点。上海会考改革的特色在于将“会考改革和高考改革

配套在一起”，这句话是很完整的一句话，在会考基础上减少高考，如果光减少高考科目，中

学生就偏科了，但是有了会考的基础就不存在偏科的问题了。所以这两个问题是连在一起

的、完整的。

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原来的高考命题权不在地方，而是统一集中在中央，是全国统一

命题。所以在当时上海要出台会考基础上减少高考的改革方案，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高考

的单独命题权。对国家教委来说，会考你地方可以自己命题，你要考就去考，而且会考本来

就应该是中学出题目，现在是集中起来统一出题目，没有问题；但问题是高考的命题权在国

家教委手里。从国家教委的态度来看，一开始不同意单独命题，因为害怕这个事情会起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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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上海单独命题了，那北京呢？天津呢？事实上，国家教委在１９８５年批准了上海单独命

题之后，一直到２００２年，各省要求自主命题的呼声渐高，自主命题才开始大面积的推行。

当时的情况是，单独高考命题权是同基础教育的改革和会考改革结合起来的，正因为实

行了会考制度，就可以减少高考的科目了，所以国家教委就批准了上海的高考单独命题。会

考制度最先在上海和浙江搞试点，到１９９１年在全国范围推行会考制度。上海在向国家教委

提出要求单独命题时，就已经考虑到会考的问题了。但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建立会考制度，因

为单单会考也不存在单独命题的问题。当时，上海的改革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

是全国区域差异的问题。对上海来说，中国幅员这么辽阔，全国一张考卷，当然有问题。另

外一个问题就是教材，西部边远地区、中部沿海地区和其他发达地区都用这个教材，就有问

题了。而中学的教育改革一定是教学内容的改革，上海教学内容的改革要根据上海的情况

来改。上海的一期课改大概是１９８７年正式推出的，课改的推出直接影响到中学的教学，作

为对中学教学的评价，高考制度必然要面对课改的问题，因此上海必须要单独命题。从目前

来看，上海其实是蛮特殊的，因为我们的教材是可以自己编的，课程标准也是自己制定的，其

源头是１９８５年那个时候留下来的。我们去申请高考单独命题，就是为了推进一期课改，然

后会考是在有了高考命题权的基础之上再来推进的。在上海市高招办上报国家教委的请示

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从一九八五年本市单独命题着手，经过两三年的努力，

过渡到高中毕业生全市组织会考，减少高考科目；再逐步过渡到一般高校招生不再考试，即

凭考生中学会考成绩和志愿进行录取……因此，上海要求一九八五年单独命题考试，是整个

高校招生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改革中一个试验，为今后进一步改革摸索经验①。”所以

说，我们当时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会考方案，这个方案是将课程改革、会考和高考单独命题

结合在一起考虑的。

我记得，申请高考单独命题的过程是相当艰苦的，时任教卫办副主任的奚心雄代表上海

去国家教委汇报工作，前后一共去了五次。从国家教委的情况来看，也有非常支持上海高考

改革的，如时任国家教委学生司副司长的杨学为就非常支持上海的改革，他一直主张考试制

度要进行改革。为更好地观察和指导上海统一会考基础上的高考改革，他有段时间常驻在

上海，住在华东师大招待所，而且还参加每次教卫办组织的座谈会。但也有人不理解上海的

高考改革。我们与国家教委前后讨论了很多次，经过多次的讨论之后，国家教委逐步开始接

受上海的改革试点。从国家教委来讲，搞统一会考，它没有什么大的意见。最关键的问题是

高考要单独命题，上海要把命题权拉到上海来，如果上海拿到的话，接下来北京就来了。

为什么向国家教委反复汇报了好几次？一个是他对我们的高考科目减少有想法。减少

科目的方案就是语、数、外是必考的，不管文科还是理科。具体方案是理科考语、数、外加上

一门物理或化学或生物；文科考语、数、外再加上一门政治或地理或历史。这样高考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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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一九八五年上海市全日制普通高校招生试行改革的请示报告》沪高招（８４）第１０号．载上海
市教育考试院编．上海市普通高中会考和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１９８５—１９９５［Ｚ］，１９９６：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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